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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網絡「舒適圈」：	
多重帳號實踐中的用戶自我呈現—	
基於微博小號現象之考察

王昀、劉思佳 

摘要

「用戶即帳號」是新媒介研究的共識。帳號錨定了流動的線上個

體，是社交網絡中人們的在場標識。不過，當下互聯網生活的多重帳

號實踐，為理解用戶行為帶來了更多挑戰。本研究將帳號作為一種媒

介類型，針對考察微博小號現象，討論了多重帳號語境的個體行動及

其對線上參與的影響。「小號」使用有著強烈的私人和自主性考量，

發展出鮮明的去社交化特徵。與之相對，基於新帳號，用戶也不斷延

伸現實社會關係、組織亞文化消費以及建立以陌生人為紐帶的圈層網

絡。人們以不同訴求進行帳號實踐的過程，加速著個人印象管理的流

動性，完成對社會交往邊界的再定義，並強化了日常文化消費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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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係生產。面對當下持續擴張的社交網絡生態，研究者有必要關注

人們如何圍繞技術中介生成不同自我呈現方式，建立數字環境新的類

型化生產模式，從而映射媒介化時代私人性與公共性複雜的互動脈絡。

關鍵詞：帳號、微博、自我呈現、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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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a Comfortable Zone Online: 
User’s Self-Present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Multiple Accounts—The Case of Alternate Weibo 
Account

Yun WANG, Sijia LIU

Abstract

“User is account” is a common consensus in new media studies. Online 

participation is anchored by account use, which is the mark of people’s 

presence in social networks. However, multiple accounts in contemporary 

online spaces present more challenges for researchers in understanding users’ 

behavior. Focusing on online accounts as a special media typology, this study 

explored individual 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accou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online participa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case of alternate account 

(xiaohao) in Weibo. Using an alternate account indicates strong private, 

personal, and autonomous intentions, as well a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desocialization. However, the users in this study also used new accounts to 

extend real social relationships, organize sub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strangers. Account practices with different demands accel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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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quidity of personal impression management, redefine social integration 

boundaries, and strengthen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daily cultural 

consumption. Considering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networks toda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diverse ways in which people present themselves 

and establish a new typology of production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map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in the mediat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Keywords: account, Weibo, self-presentatio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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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當代人的真實藏在『小號』裡」（賈輝，2021：5），擁有多個帳號

已成為如今人們互聯網生活的常態。據英國社會針對中學生群體的一

項調查顯示，接近三分之一受訪者在同一社交平台擁有至少兩個帳

號，57%表示創建了父母、監護人、或老師不了解的帳號（HMC Press 

Office, 2018）。而在中國，活躍的「小號」同樣是社交網絡的流行性現象

（梁姊、張宇琪，2021）：用戶將社交帳號區分為主帳號以及若干小

號，不同帳號承擔著各自功能、涉及不同興趣圈層甚至呈現迥異的線

上形象。多重帳號背後，投射出人們新媒介使用的能動實踐，也構成

線上內容生產新的行動邏輯。

數字化生存時代，「用戶即帳號」是新媒介研究的共識。帳號可被

視作個人與社交平台相互聯結的代理。面對媒介、文化和社會日漸增

強的相互依賴趨勢，人們不斷依據新興媒介形態來重新組織關聯方式

（戴宇辰，2016）。帳號作為線上主體的象徵，既承載著一切平台活

動，又是人們自身內容生產持續塑造的產物。可以說，擁有一個帳號

是建立數字網絡社會資本的基礎，支持著人們信息創建、自我披露與

社交媒體功能設計之間的互動性（De Leyn et al., 2021）。在捲入線上空

間、設置平台帳號、實現社會交往的過程中，用戶完成了自我的媒介

化。因此，既往研究往往將帳號作為展示視窗，去觀察人們在自我呈

現之同時，展開的一系列表達、行動及其與線上公共空間的關係

（Harris & Bardey, 2019）。然而，諸多針對線上行為的調查仍慣常性地

將用戶識別為某種「獨立」存在，也即，身處同一平台的個體對應的是

某單一帳號，而未能涉及多重帳號的疊合與聯結性。事實上，在社交

網絡匿名與非匿名、私人與公共屬性交纏流動的語境下，用戶建構個

人存在、融入社群生態的方式形成了相當多元的結構。以「小號」使用

為代表的另類現象，成為數字世界真實與虛構邊界相混成的投影，呈

現日常生活實踐「與技術的世俗牽連」（伊德，2012：3）。

本研究將帳號視作一種媒介類型，強調線上出席乃是圍繞以帳號

進行的一系列策略實踐而實現。帳號活動是衡量線上行為最具典型的

方式，用戶帳號的調整與轉換，指向著互聯網生活參與軌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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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線上交往需求總是處於持續變遷狀態，那麼，當個體若欲

適時逃離既有社交模式，或是建構新的自我敘事，他們會作出何種選

擇？開闢多重帳號成為了其中頗為主流的方式。換言之，帳號本身並

非靜態之物，而是經由使用者自主行動不斷自生變化，反過來塑造線

上生活的個性形貌，這促進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去關懷主體與數字技術

的依存關係。相較於針對使用者文本話語的直觀分析，本研究回到帳

號這一媒介物，從社交媒體「小號」凸顯的多重帳號現象出發，藉此討

論人們線上生活得以組建的複雜性。通過探索小號創建、維護和運營

機制，研究旨在釐清線上多重帳號的生產規則和特點，討論其對個體

行動及其圈層實踐產生的影響，從而檢視媒介化時代私人領域與公共

領域呈現的模糊性與互動性。具體研究問題在於：用戶日常如何進行

社交媒體帳號管理？「小號」表現出怎樣的線上行動和圈層交往意義？

多重帳號生產對個體而言意味著什麼？

社交網絡互動中的帳號使用與用戶自我呈現

帳號內容生產：一種媒介化自我

互聯網經濟乃是圍繞用戶參與為中心（吳鼎銘，2017）。不過，討

論用戶活動時，人們直接面對媒介文本，常常容易忽視承載內容生產

的物質對象。實際上，以帳號為中介的平台內容生產，建立了用戶線

上表達與行動的空間依託。帳號作為用戶「在場」的基本標識，是個人

線上印象管理的一部分，塑造著其社會影響與互動網絡（Jin, 2018），甚

至於帳號使用痕跡也進一步演化為生產資料，提供網站實現用戶增長

設計的資料支援（王喆，2015）。包含頭像、帖文、標籤、背景、收藏

夾等在內的一系列帳號元素，由是構成互聯網內容流通的底色。人們

在帳號介面設定標籤、分享照片、講述故事，不僅傳遞著自我身份意

識，也不斷塑造了社交網絡內容環境的風格和文化形態（Pennington, 

2018）。依據Lincoln和Robards（2017）的觀點，社交媒體是記錄生活的

數字檔案。通過關注澳大利亞和英國社會年輕人的Facebook資料，他

們發現，人們會回顧自己或他人發佈的資訊，重新編輯敘述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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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不同生活故事。用戶帳號使用的一舉一動，都是緊密伴隨個體反

思和在成長中不斷修正的文本。在展示日常生活體驗的過程中，用戶

帳號也得以超越在線場域，形成與現實物理世界的關聯性。Schwartz和
Halegoua（2015）曾引入「空間自我」概念，指出用戶在社交媒體顯示的

位置資訊，以一種自我展演形式完成了對空間體驗的再生產。帳號介

面包含地理定位在內的視覺元素，令用戶即便處於離線狀態，也始終

宣示著其身份的在場。一系列偶然、短暫的生活碎片經由用戶內容生

產，被持續添加進入帳號介面，將人們的日常世界予以收編，製造了

數字世界的運轉機制（劉濤，2015）。

可以說，帳號與主體之間的具身關係，是理解線上自我呈現的核

心。圍繞帳號生成的策略性內容生產，強化著用戶主體與數字空間相互

融合的親密關係，從而塑造個人生活的媒介化。不過，帳號介面雖提供

了各式數據化元素用以具化個人行動，人們日常互動包含的不同動機，

仍造成實際觀察的挑戰。例如，社交軟件中，「點讚」或其他形式的點

擊常常代表了對他人的關注認可，但Ellison（2020）團隊的數據則指

出，情況並不盡然如此：當處於更可靠關係紐帶時，人們會通過其他溝

通管道去發出更為強烈的信號，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簡單的點擊行為。理

解帳號內容生產呈現的用戶自我，需要深入影響線上行為的一系列複雜

因素。Zheng等人（2019）針對中國青少年女性的QQ空間調查發現，人

們運營帳號時，乃是在「假想觀眾」心理的調節作用之下，進而完成自

我線上形象的客觀化。這種互聯網印象管理不僅源於一系列私人考慮，

還深受共同體環境的激勵。實證資料顯示，人們經營的個人資料不僅和

生活文化消費息息相關，還往往挪用其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意識，用以

達成面對全球化數字媒介系統的身份歸屬感（Bouvier, 2012）。在用戶身

份不斷搖擺於追求公共性、隱私性和社會性天平的過程中，其自我表達

實則演化為混雜了真實與想像的多義網絡（Papacharissi, 2012）。用戶構

思線上交往策略之同時，也定義著帳號內在屬性，傳遞了將之人格化的

身份敘事考量：例如，建立和維持一個更受歡迎的「虛假」帳號，通常

驅動著用戶進行更多提升個人形象的行為（Turel & Gil-Or, 2019）。研究

者因而必須更具針對性地釐定人們靈活的參與實踐，去看待不同類型的

帳號生產如何反映用戶關於線上生活深思熟慮的行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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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自我呈現及其社會化關係

社交媒體可被視作「想像的社區」，人們乃是基於帳號間的相互關

注形成新的社會網絡並維持既有聯繫（Gruzd & Wellman, 2011）。因

此，圍繞帳號實踐問題，研究者著眼的一項焦點往往在於，這一媒介

化自我呈現如何發展社會交往模式：線上用戶更好地進行帳號設置，

編輯帳號資訊，乃是將帳號運營視作形象展演，拉近與共同體成員距

離的重要途徑（Chua & Chang, 2016）。有針對網絡約會的調查發現，帳

號介面的資料設計被用來建構個體形象，以此爭取面對面見面的機

會。在此意義上，線上簡介和離線展示均是經由反覆打量和評估的結

果。帳號資料內容的變遷，可捕捉用戶如何概念化地完成關於自我和

他人的陳述（Ellison, Hancock, & Toma, 2012）。為了積極地拓展社會化

網絡，運營帳號有賴於不同程度的使用策略。Djafarova和Trofimenko

（2019）基於 Instagram的案例分析總結，個人帳號能否拓展其訂閱數，

取決於是否有高品質的圖片和文案，以及活躍度多、原創比例高、專

業性強的帖文。對於大部分用戶來說，帳號間相互關聯的重要前提，

則在於通過點讚、分享和評論行為嵌入個性資訊流，尋找到追隨者或

關注對象（Khamis, Ang, & Welling, 2017）。另外，帳號也能夠基於主頁

維護、個人資料完善、發佈直播與自拍等生產手段，實現自身品牌化

和資本化（Jerslev & Mortensen, 2016）。這些研究在表明帳號實踐豐富

性之同時，進一步彰顯了由於社交媒體使用功能的可編輯性以及用戶

行為的高度流動，作為人工製品的帳號所充滿的不確定色彩。

儘管帳號的狀態更新受到社會認可和個人願景的驅動（Bazarova & 

Choi, 2014），但並非所有用戶都期望完全遵循既有狀態或真實生活進

行自我表露。如Gil-Or等人（2015）指出，社交媒體網站為人們提供了

一個自我形象呈現的「遊樂場」。許多情況下，線上互動是運用「虛假」

的自我表現完成的，與個體的真實狀態相距甚遠。那麼，這種截然不

同風格的個人形象是何以實現的？最為便利的方式之一無疑是註冊多

重帳號進行管理。在 Instagram等平台，即廣泛興起兩種類型的帳號 

形態，一者是表面上「真正的帳號」（Rinsta），另者則被稱為「芬斯塔」

（Finsta），即具有「私密」特徵的帳號。相較於在「真正的帳號」突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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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討人喜歡的一面，芬斯塔帳號呈現的用戶自我則更為消極（Kang & 

Wei, 2020）。Taber和Whittaker（2020）的觀察則指出，芬斯塔帳號一般

僅擁有少量關注者，其自我呈現卻更為真實。帳號在所謂真實與虛假

之間的轉換，呈現個體處理自身社會化關係時相當微妙而審慎的一

面。隨著互聯網治理逐漸從匿名走向實名化，加之社交媒體發佈的內

容若不特意刪除或隱藏，會一直留存平台供所有用戶瀏覽，強烈的隱

私考量也令人們的帳號使用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Stieger et al., 2013）。

在自我保留與自我披露的困境之間，與「芬斯塔」帳號現象類似，以「小

號」為代表的帳號類型應運而生，成為中國社交網絡語境的顯著現象：

「有些人用它卻不想讓人知道，有些人只登錄不說話，也不想讓人知

道」（OnFire, 2017）。這一另類帳號生產投射出個體與媒介的控制關係

（Bartsch & Dienlin, 2016），協調著私人與公共空間之間的界限感。

社交媒體小號與線上公共參與

通常來說，小號的建立乃是基於較為強烈的私人因素，其用戶也

傾向於避免聯結過多社會關係（Xie & Kang, 2015）。也即，社交媒體小

號擁有更為封閉的結構。不過，線上參與並不一定完全受到帳號表面

公開性和可見性的約束。用戶介面既包含了以關注和「互粉」為基礎的

已知受眾，同時還關聯著各類「隱藏受眾」。當意識到這些潛在對象關

注自己後，用戶就會重新調整表達範圍與內容。此時，線上互動是透

過不那麼具有顯著性，並更考驗用戶間默契的方式實現的。用戶運用

不同帳號，規劃面向不同對象的自我呈現行為，也提升了線上形象的

多元性。另外，由於較高的隱私設置水準降低了行動顧慮，小號用戶

面對公共議題時甚至呈現更強的捲入度和參與度。過往政治傳播研究

顯示，數字媒介協調了個人化政治時代的出現，人們會建立額外帳號

積極介入集體行動，從而動員大規模的政治參與（Bennett, 2012）。另有

調查也強調，面對充滿分歧的線上意見氣候，為了處理自己經歷的不

和諧聲音，人們會通過解除帳號的好友關係，從而排除不同政見者

（Neubaum, Cargnio, & Maleszka, 2021）。據此來看，建立一個限制了用

戶鏈接數的小號，有助於重新組織線上圈層互動。多重化帳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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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了辨識個體線上行為的難度，乃至於長期以來，社交媒體小號或

「馬甲號」都成為網絡輿情分析研判的挑戰，是探討互聯網治理機制不

可迴避的重要面向（吳惠凡，2018：143–144）。

實證資料證實，社交媒體使用頻率與社會資本收益有著顯著正向

關係（趙曙光，2014）。然而悖論的是，社交帳號存在的大量身份披露

也為建立社會資本帶了新的風險（Manago & Melton, 2020），造成用戶

線上交往的顧慮。不同帳號使用行為披露的用戶動機，可供理解互聯

網新興世代的獨特傳播心理。與個人主帳號相比，小號雖未走上「前

台」，但同樣牽涉特殊的圈層文化。一部分觀察發現，在微博，小號與

粉絲數較多的主帳號之間的互動，被作為拓展線上人脈圈的主要手段

（劉仕傑，2019）。對於部分關鍵意見領袖（KOL）來說，他們進行內容

創作、平台管理、自我呈現和商業推廣的目標常常並不一致，因而也

會採取多重帳號的方式來協調線上身份概念之間存在的潛在衝突（Duffy 

& Pooley, 2019）。

總體上，作為建構線上身份的重要媒介類型，社交媒體小號是當

下頗為盛行的互聯網文化現象。「就像隱藏在隨機字母網格中的單詞一

樣，由於類型是被處於共同文化的成員內化的，它們是在一系列話語

當中被比較式地挑選出來的」（吉特爾曼，2020：14）。小號本身雖具有

強烈的個人色彩，但在融入群體網絡的過程中，又形成了類型化的風

格與特徵。誠如Papacharissi（2018：2）所言，人們總是「在一個充滿社

會聯繫和表達機會的世界中航行，同時又未忘記自己是誰」。本研究認

為，在強調聯結感的社交網絡空間，以小號使用為代表的特定實踐，

使得線上參與結構呈現更為分散的面貌，投映出用戶在數字化生活境

況下，徘徊於私人主體性與公共交往需求之間的矛盾。用戶以何種動

機創建與運作小號？小號建構出與以往何種不同的自我概念？人們的

社會角色和群際網絡又如何在新的帳號空間進行發展？這些無疑都是

有待釐清的議題。我們將進一步描繪社交媒體小號被具體使用的情境

及其對線上參與的影響，從而討論多重化帳號背後的用戶內容生產，

如何啟發從新的視角理解數字空間的公共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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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經驗材料來源於針對微博用戶的深度訪談。研究團隊前期

一方面以公開招募方式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發佈線上問卷，以「是

否創建有微博小號」為篩選條件獲取初始受訪者，同時邀請響應用戶繼

續轉發調查鏈接，通過滾雪球抽樣方式詢問更多受訪對象；另一方面，

在微博即時搜索發佈內容包含「小號」的用戶，邀請其參與調查，結合

上述，共收集擁有小號的437個有效樣本。他們當中男性佔31.08%，女

性佔68.92%，年齡在18–41歲之間。圍繞這些樣本，我們依據其帳號使

用情況（如剔除微博上線頻率較低、內容發佈較少者），進一步挑選出

具有深度微博使用體驗的90位博主。隨後，研究者一一進行私信溝

通，最終成功招募18名受訪對象，這些受訪者多數擁有1–3個微博小

號，最多者則為10個，職業大多為學生或白領工作者，其中包含女性
16名，男性2名。針對微博用戶行為的觀察曾發現，女性用戶佔比遠高

於男性，並且在一些日常帳號活動上更為積極（江芬芬，2018）。Al-

Kandari等人（2016）的數據也指出，女性較之男性更傾向於建立自己的

私密帳號。事實上，在類似有關小號或虛假帳號研究的過往招募中，

受訪者人口分佈同樣展現出鮮明的性別差異（Kang & Wei，2020）。鑒

於本研究相關主題，這可能是導致所招募受訪者結構的一項重要因素。

訪談過程於2021年1月14日至2月23日，以半結構化方式在線上

完成。研究者主要針對受訪者微博小號的整體使用情況，包括創建、

維護和運營帳號的動機、方式，使用的時空情境，關注對象，所發佈

內容和參與的社交活動等方面建立框架性問題，並依據訪談對象回答

中的若干要點進行適時補充提問，平均時長約為30分鐘至1小時不

等。所有訪談內容在後續被全部轉錄為文字後，由兩位研究者進行紮

根理論分析。研究者首先經過開放編碼，從所有表述中提煉初始編

碼，並重新反覆閱讀、比照材料，建立概念類屬之間的各種聯繫，最

終確立三個維度來探討這些類屬之間的理論線索：用戶使用小號的動

機，他們運用何種策略來完成帳號空間的自我呈現，以及如何透過小

號重新組織自我社會關係、進行社群參與。基於此，我們進一步探討

小號作為一種類型化媒介的生成過程，何以展現用戶自我呈現在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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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張力。後文論述中，因受訪者隱私要求，經驗

材料均使用化名，隱去其真實姓名和微博 ID。

隱秘的角落：微博小號與日常生活的舒適圈

我的微博：一個受挑戰的主場

帳號是個體的媒介延伸，其介面組織的一切活動，都回饋著用戶

與他人的社會化關係（Grinberg et al., 2017）。不過，大部分情況下，帳

號空間並非完全歸屬於私人，它們如同透明的房間，生產內容被陳列

其中，可供每一位「路人」瀏覽、評價。2020年，新浪微博月活躍用戶

數逾5億（騰訊網，2020）。隨著社交網絡規模不斷增長，人們身處的

輿論場越加複雜，在平台中的一言一行更易引起他人關注，這使得個

體自我表達變得更為審慎。面對來自外部環境的負荷，一部分用戶出

現社交媒體倦怠（Bright, Kleiser, & Grau, 2015），但同時，亦有人「另謀

出路」，將既有帳號使用需求分離，轉向區別於主帳號（註：又常稱為

「大號」）的「小號」。在訪談對象定義中，小號往往意味著「秘密」或「偽

裝」性質的帳號，具有其專屬功能，譬如供自我心情傾訴或進行追星等

迷群活動，而主帳號則被視作包含了更多的熟人關係或相識粉絲。受

訪者小月形容道：「我的大號更多意義上是微信朋友圈功能的延伸吧，

有一個單獨的分組是同學朋友，會每天刷新朋友們的社交動態……但

因為大號朋友過多，一些私人的碎碎念就沒法全部發出，就建立了小

號」。在其表述中，線上活動空間處於不斷移轉狀態：她起初活躍於具

有強關係聯結的QQ和微信帳號，爾後為避免自己的內容發佈對社交圈

造成困擾，便進入微博，並逐漸建立微博小號以獲取更高自主性。

依據Lampe（2008）團隊的早期調查，人們對社交媒體的態度受到

用戶規模、平台功能以及交往圈層的變化等影響。前述案例中，受訪

者平台內的帳號活動實際並未遭遇客觀限制，但個人線上需求展現的

矛盾，令其不得不尋求新的行動空間。另一位受訪者講述，由於和某

朋友引發的芥蒂，「我就重新註冊了一個微博帳號……這個小號和大號

的唯一區別就是沒有她了」。事實上，新媒介公共性雖鼓勵擴大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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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網絡的規模，但也意味著線上交往的某種恒定性。也即，圈層結構

一旦形成，用戶難以依據私人意志進行改變。「我發現原來在微博上也

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如受訪者桃子談及，當發現現實好友關注

個人帳號時，線上行動將受到更多熟人規則的約束，「所以我就去開了

一個『小號』，算是我的一些發洩地吧」。此時，用戶既維持了原有社會

關係，又通過開闢新的帳號領地，建立了更為寬鬆的表達管道。如前

人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自我呈現非常容易受到社會比較因素的影

響，尤其對於年輕族群，往往會考慮共同體成員的偏向來選擇發佈內

容（Fardouly et al., 2015）。受訪者西西提供了一個較為特別的案例，其

本人同時兼有其他平台的視頻博主身份：「粉絲逐漸變多也讓我有了身

份的顧慮，發一張自拍都要猶豫好久，一些吐槽之類的話就更不會發

上去了」。日益成長的粉絲社區擴展了用戶行動的影響力，但也削弱了

帳號進行私人展示的餘地。對於小號用戶來說，在多重帳號間的身份

轉換幫助協調了這一困境，透過將線上關係網絡重新進行分割和重

組，用戶得以更為主動地面對公共化與私人化矛盾所帶來的挑戰。

另類空間的行動策略

社交媒體的獨特之處在於提供用戶清晰表達、展示其社交網絡的

機會（Boyd & Ellison, 2008）。然而，如前述，由於用戶行為處於私人

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邊界流動當中，這強化了線上分享與傳播生態的不

確定性。Lange（2007）將之稱為「公共化私人」與「私人化公共」，人們

因而是在兩者的結合與轉圜之間，重新定義媒介物理空間和訪問路

徑。可以說，小號的建立推動線上參與文化發展出更為複雜的形態。

本研究經驗材料也顯示，圍繞小號組織的社會網絡產生了不同圈層準

則。譬如，有的受訪者傾向於建立僅容納親密好友的朋友圈，有的受

訪者則發展出新的弱關係紐帶。在此之中，用戶帳號活動包含了一體

兩面的常規化實踐。

一方面，微博小號空間看起來具有鮮明的去社交化色彩。部分用

戶將小號視作私人「日記本」，並且有意識地限制帳號聯結的社會關

係。如桃子在訪談中表示，她會定期清理微博小號的關注對象，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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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內容不被更多人看見；「我的小號只能我一個人知道，也不想有人關

注，如果有人關注我的小號，我會直接把他移除」。小鄭甚至關閉了微

博大部分功能，盡可能地減少外界用戶參與小號的可能性，與之相反

的是，其主帳號則一直保持活躍的社交活動。過往研究提到，維護線

上或線下友誼是用戶使用社交媒體的重要目的（Bryant & Marmo, 

2012）。然而，日益增長的社交時間和線上自我表露同樣帶來了人們廣

泛的疲倦感（Dhir et al., 2019），為了維繫平台交往體驗，用戶甚至持續

性地陷入情感勞動，不得不保持數字移動設備使用中的線上警覺（Dhir 

et. al., 2018）。對於小號用戶而言，原有帳號象徵著熟人圈層及其附屬

的一整套社交禮儀與要求，而憑藉其他帳號活動，他們能夠重新緩和

社交網絡關係的壓力，並強化線上行動的自主性。在建立這種空間排

他性的過程中，帳號生產形成了獨特的類型化風格。依據受訪者樂樂

形容，相較於面向公共網絡的規範表達，小號應該是更為情緒化的，

接近「留言板或是草稿紙，很碎片，想到啥寫啥，有可能前言不搭後

語，內容雜亂無章」。小號行為雖高度私人化，但這一訴求的實現依賴

於用戶群體共識性的常規 —譬如人稱採用化名，盡可能不發佈照

片，關閉同城推薦，關閉手機號關聯以及指代對象時大量使用字母縮

寫。這些違背社交媒體固有功能設定的行動策略，某種意義上傳達著

個體面向數字媒介化生活的反思與抵抗。

另一方面，即便作為互聯網生活的「隱秘角落」，小號的建立並不

意味著對公共空間的完全拋離。Grinberg等人（2016）發現，出於對回

饋的期待，不論最終是否收到實際回應，人們在發佈狀態後往往會再

對社交媒體帳號進行頻繁訪問。本研究經驗材料也發現，小號用戶仍

然抱有不同程度的社會期望。例如，當西西被問及是否會在小號上傳

照片時，她說到：「小號裡發的自拍又沒有人能看到，也沒有好友，我

發了也沒啥意思」。這一表達透露出的衝突心理在於，在強調內容隱私

性時，人們仍渴望獲得外部世界的評價。或者說，置身於數字網絡環

境這一現實，本就意味著純粹的私人化難以實現。這種公共與私人之

間的彈性推動用戶不斷轉變自我行動。本研究中，不乏受訪者以小號

身份投入粉絲社區，開展各種範圍的集體活動。受訪者鵬鵬描述：「小

號=內在的我，大號=表面的我」。這種「內在我」實際承載著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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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既意味著自我呈現的真實性，也往往指向主體行動的積極性。如

果說「內在我」的表露更有助於用戶實現心理愉悅與滿足，那麼其結果

則會進一步強化人們社交媒體的使用意圖（Sledgianowski & Kulviwat, 

2009）。既有成果認為，同質化觀點、群體壓力、語言暴力等因素的存

在，會限制人們互聯網參與的主動性（周凱、劉偉、凌惠，2016）。但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資料可能建立在唯一性帳號的預設基礎上。當用

戶擁有多個表達空間，某種程度上會降低對自身行動敏感性的擔憂。

受訪者小怡便談到，自己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總擔心有人認識自己從

而導致不敢說自己真正想說的話。如果沒有這個顧慮，我不會專門開

小號的」。對她而言，小號的意義在於能夠以更為輕鬆的姿態發表尖銳

言論。數位受訪對象表示，最常用小號來「吃瓜和吐槽」。其表達雖暗

含了強烈的娛樂傾向，但用戶在完成線上圍觀及評論的過程中，的確

也在客觀上提升了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乃至於進入相應意見氣候當

中。此外，在受訪者小號空間，轉發、評論、點讚、私信等行為亦是

日常生活常態。儘管人們使用小號時很少活躍地進行原創內容生產，

這些相對微妙的方式，仍然為累積過渡性社會資本，獲取線上資源提

供了潛在基礎。

重建社交地帶：新的帳號、新的朋友

如同人們充滿異質性的社會資本網絡，線上用戶關係並非局限於

「有」或「無」的二元劃分。人們會依據其目標追求，建立不同的自我表

露方式（Luo & Hancock, 2020）。Mannell（2020）針對線上群聊的質性觀

察則進一步發現，互聯網群組存在技術、社交和會話等意義上相互疊

合的邊界，這些邊界既可能由用戶自主創造，也是種種客觀原因導致

的結果。面對個體不斷變化的情感需求和環境因素，多重化帳號生產

提供了建立不同關係網絡的機會。經驗資料揭示，許多用戶不僅只擁

有一個社交媒體小號，有受訪對象會創建更多帳號，進一步劃分交往

空間，從而打造符合個人期望的網絡「舒適圈」。概言之，其線上交往

衍生出如下代表性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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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小號活動仍然構成現實社會關係的挪轉與延伸。過去關於

社交媒體影響友誼關係的討論，本就存在取代論、擴大論和強化論等

多種觀點（陶振超，2015）。本研究揭示，使用小號構建社交網絡的方

式實際相當多樣。用戶有時保留了現實生活的熟人關係，有時也將關

係網絡「格式化」，組建相互獨立的交往空間。訪談對象小九如是描

述：「我有兩個小號，其中一個小號有幾個特別好的朋友，但是也有另

一個小號是完全屬於自己的，沒有其他好友關注。感覺這算是屬於自

己的小空間吧，可以記錄繁瑣的生活日常、美好的瞬間、不開心的心

情等等」。在小九的案例中，其中一個小號和主帳號的好友結構一致，

但剔除了許多被視作會干擾個人表達的關注受眾；另一個「小號」則完

全獨立於現有交友圈，實現了社交關係的分離和重構。此外，我們發

現，相關陳述中，小號還成為人們評估關係親疏的手段。對於受訪者

來說，即使他們在小範圍內公開私人小號，也僅僅是面向少數「好

友」。換而言之，小號作為某種身份憑信，反映著用戶關係的「差序格

局」。將好友納入小號活動，也成為隱私自我保護的手段。一個有趣案

例是，為了防止好友點讚暴露自己小號，有受訪人會選擇讓其重新註

冊微博帳號來進行互動。這種小號間相互對話的隱秘方式，強化了熟

人網絡在線上信任感和安全感中發揮的作用。

其二，亞文化消費促進了私人帳號的公開化。小號自身屬性天然

適用於主流公共領域之外的次級文化實踐，抑或說，一些用戶創立微

博小號的初衷，即在於更方便地融入亞文化社區。小肖便坦誠，其小

號專門為特定趣緣活動而設立：「平時總擔心我追星時轉發的一些內容

會影響到大號主頁的朋友們，就開通來一個小號專門用來追星」。在捲

入亞文化消費過程中，她收穫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社交關係也逐

漸走向線下，一起組織參與各類活動。圍繞這些日常生活互動，小號

逐漸脫離相對私人狀態，形成內群體網絡。再譬如，有受訪者獨好使

用小號創作、發佈同人作品，從而避免因撰寫「雷文」（註：怪異或令人

難以理解的文字）在日常朋友圈引起的「尷尬」。儘管有時候這些在小號

展示的內容僅僅是為供「個人欣賞」，並未帶入濃厚的分享意願，但帳

號活動鮮明的指向性依舊更有力地促進了小範圍內的圈層聚合。如鵬

鵬談到，若小號「用的頻繁了，就會有人看到會聊到一塊去，比如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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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博主或討厭同一個明星」，從而偶發性地形成興趣相投的穩定關

係。這種以共同志趣為中心發展出的關係網絡表明，小號行為在協助

用戶擺脫主帳號親密關係所帶來的約束之同時，也塑造了新的社群聯

結方式。

其三，小號互動的弱關係屬性推動了以陌生人為紐帶的公共參

與。社交媒體的運作機制以關注規模為前提，也即，粉絲數較多的帳

號才能在海量資訊中獲得能見度。不過，如本文強調，過多曝光度反

而帶來個體面臨的社會壓力，從而抑制了其表達意願。部分受訪者眼

中，他們使用小號參與線上討論反而更加積極。樂樂說道：「有一次我

看到一個人搬運了一個畫手的畫，但是沒有標註原作者，我就在那條

微博下面問了一下：『有太太（註：網絡上對作者的稱呼，尤指女性作

者。）的原微博嗎？』陸陸續續收到了很多讚和一些回覆。但是這些東

西我是不會在大號上發的」。在其描述中，「質疑侵權」這一行為只有在

小號營造的氛圍才能實現。經驗材料顯示，在相當程度上，這種圍繞

小號達成的公共參與乃是基於陌生人群體開展。譬如，小琪講道：「其

實我在小號中發的東西收穫了點讚還挺開心的，就相當於一個素不相

識的陌生人和我產生了共情。比如我有一次騎共享電動車因為車子的

問題摔傷了……就在小號裡發了一篇長文吐槽共享電動車，結果就有

好幾個人評論我說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還給我提了解決的辦法，當

時還挺開心，覺得在網上找到了共鳴」。McDonald（2018）曾提及，作

為熟人社區及友誼的「對立面」，陌生人關係常被形容為社會生活的「反

常」狀態，不過，在社交網絡環境，卻演變為不容忽視的人際紐帶，反

映著人們不同的社會想像與道德考量。在彼此身份被擱置的語境下，

陌生人匹配了小號用戶原本的私人化需求，使得雙方互動轉向以議題

討論為中心。某些時候，在與陌生人交往中，用戶呈現的同理心也透

露著其公共責任，對線上參與起到了凝聚的作用。

「小號」不小：互聯網工業的媒介類型生產

帳號註冊本是線上生活的一項慣常行為。不同帳號構成了用戶行

為的變數，帳號實踐包裹的具身化意涵，也使得研究者脫離文本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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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視野，基於特定行動空間去看待數字世界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Lieberman和Schroeder（2020）指出，現代社會生活已分離為線下與線

上兩種形態，兩者存在系統性的心理和行為差異。人們的線上互動對

匿名性有著更高呼喚，卻也更有機會形成額外的社會化網絡。聚焦社

交媒體小號的使用框架，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如何在私人與公共的不同

考量範疇之間進行自我校正。用戶靈活地運用多重帳號，人為重置了

線上交往的關係場景，並干預了固有數字環境的內容流通規則。一定

意義上，透過各類策略完成線上生活的自我呈現之過程，以小號為代

表的媒介實踐形成了新的類型化生產模式。我們可以從如下角度，進

一步討論社交媒體小號的文化意義。

一是媒介化的個人印象管理及其流動性。大多情況下，線上活動

依賴以帳號為媒，帳號介面在展示個體之同時，也將每次即時互動儲

存為不同層次的社會關係。正如微博廣為流行的「人設」這一術語所指

代，成功運營帳號的一項共識標誌在於積極創作多種表達，建立相應

的印象管理機制。Hogan（2010）認為，互聯網的自我呈現日趨從「表演」

轉向更具有後真相色彩的「展示」，人們熱衷於在不同平台展示不同的

形象。顯然，類似小號的多帳號化現象在這一情形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其中呈現的一項事實在於，置於社交網絡的用戶常常既拒絕自我

虛構，但也並不接受純然的「真實」表露。小號的存在不僅為這一矛盾

性提供了折中餘地，也令個體能夠以相對不受約束的方式，建立或放

棄對內群體的印象管理。小雲講述道：「我之前玩手遊，就為了那個手

遊開了一個小號專門討論它，這個小號裡和我討論的人也都是和那個

手遊有關的。現在我已經不玩那個遊戲了，這個小號就不用了，裡面

的人也沒有怎麼交流過了」。當受訪者放棄個人帳號的時候，實際也就

中斷了與相關社群打交道的機會。如此來看，由於小號的相對獨立狀

態，它的維繫強度並不穩定。這使得在群際交往之中，權力本身被更

多讓渡給了私人，而非類似其他線上社區，更鮮明地受制於長期以來

形成的集體默契或規範。就此而言，小號使用現象通過實現對自我的

佔有，提升了不同圈層間遷徙的自由度。值得注意的是，多重帳號管

理背後，誠然存在現實環境的約束。在微博，註冊帳號需要對應的身

份識別手段，最為常見便是與之綁定的手機號碼。為了盡可能「多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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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人們不得不動用其他方式來通過平台驗證，例如轉向選擇郵箱或

微信、QQ進行註冊登錄。一些用戶則會事先準備不同的手機號碼來進

行規避，受訪者中擁有最多小號的小雲即稱，自己擁有數個手機號

碼，加之其他社交媒體驗證方式，以此保證可觀的帳號數量來加入各

類趣緣社區。另外，有的用戶甚至會通過線上買賣的手段來收取權重

更高的帳號。面對客觀因素的種種限制，個體展現出靈活的戰術實

踐，用以爭取自我線上管理的主導權。

二是用戶對社會網絡邊界的再定義。Burkell等人（2014）曾談到，

社交媒體資訊本質上就是公開的，其運作機制當中，並沒有保護市民

隱私權力的主觀願景。即便人們能夠有意限制瀏覽自己帳號的受眾，

個人資料仍被結構性地設計為「對所有人可見」。小號用戶的初衷雖然

出於強烈的隱私顧慮，但是，用戶無法完全規避社交關係。進入帳號

意味著一種空間定著，而維護相對自由狀態的途徑，有賴於創造特定

的社會邊界。經驗材料中，憑藉多個帳號重組空間實踐，小號搭建的

社區被不同程度地功能化。在這些社區中，用戶有時是發言謹慎、邏

輯嚴密、態度積極的個人形象，有時則言語激進、舉止活躍、情緒化

顯著。對受訪者來說，特定帳號對應著特定好友，相似的是，與之交

流的其他對象也可能擁有不同帳號，如此組成一個較為鬆散、界線分

明、但卻又相互關聯的社交矩陣。某種程度來說，社交網絡規模的擴

大是通過協助這種個體參與意志而實現的，小號用戶把注意力都放在

了一些更為集中、明確的事項上面，帳號轉化為線上互動的邊界，支

援著人們具有鮮明傾向性的行動風格。

三是圍繞日常文化消費進行的社會關係生產。小號雖普遍具有私

人色彩，卻常被用於進行積極的亞文化參與。小石介紹，自己建立小

號的契機，是為了和其他用戶一起參與粉絲活動，而打造活動「人

氣」，則高度依賴粉絲圈的有效動員。這意味著小號用戶需要配合分工

明確的集體行動，完成與平台商業行為之間的互動。類似娛樂消費組

成的各類圈層，構成了微博次級文化生態的重要部分。對此小石還調

侃道：「可能這就是微博上說的全網追星女孩只有三百人吧」。由於小

號用戶往往設定有特定的交往範疇，這反過來強化了成員對群體想像

的純粹感，推動著身份認同的建立。例如，有受訪者會將自己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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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打上「#」，註明關鍵字，以方便隱藏用戶進行搜索和瀏覽。另一位

受訪者小櫻說道：「我最開始使用小號是因為想寫文，想當一個作

者」，儘管她渴望作品獲得關注，卻並不想在原有帳號發佈，原因是交

流對象的成分更為複雜，「擔心那些關注我的人可能不僅是因為文好才

來關注我，而是因為別的」。這些均說明以小號用戶為主體的社群展現

的排他性和內群體特徵。

上述亞文化結構衍生的文化市場增量，同樣提供了更多運營差異

性內容的機會，以至於一些具有較高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也會建立新

的帳號去重塑自我品牌化。舉例而言，我們注意到的某知名博主在微

博擁有逾百萬粉絲的帳號，平常以推介影視類作品為主，除此之外，

她也創建了另外帳號，發佈包括探討社會熱點、分享個人生活等內

容。受訪者小琪談到了該名博主：「我的小號也關注了這個博主，不過

只關注了她的小號，有時還會參與她的話題討論」。在小琪的觀念中，

小號顯然更適用於個性化的文化消費聯繫，乃至成為「粉籍」（註：當人

們成為特定對象粉絲時的固定標籤）的象徵化符號。這些案例體現了多

重帳號生產的有趣矛盾：一方面，隨著用戶線上生活重心的變化，次

級帳號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不斷發展，甚至取代原有主要帳號的位

置。尤其對於一些職業博主來說，新帳號更像是內容創作發展的衍生

品，承擔著粉絲運營分流而出的商業價值。另一方面，在融入亞文化

社群的過程中，小號用戶也走向更為公開的互動網絡。受訪對象甚至

指出，作為社區成員，他們會注意謹慎發言，以免影響「路人」對粉絲

圈的整體觀感。換而言之，他們並未因為小號自身具有的隱匿性而忽

略對群體的考量。此處指向的小號使用，實際上已脫離原本單純以私

人化為目的的空間生產。以帳號為中介的各類消費實踐，由是提供了

進一步視角，去探討線上生活的自我呈現如何透過不同方式被納入新

時期的互聯網文化工業。

結語：多重帳號語境的線上用戶實踐

帳號是數字媒介研究當中一個極富意味的對象。一方面，帳號錨

定了流動的線上個體，是人們在社交網絡的「在場」標識。既往關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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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線上參與的觀察，無一不圍繞用戶帳號運作生成的資料內容而展

開。另一方面，帳號本身又自成一體，構成帳號的視覺介面、資訊文

本、數據鏈接以及維繫帳號所需的長期在線行動，反映著特定線上空

間得以建構起來的內在邏輯。本研究針對社交媒體小號使用行為進行

考察，揭示了多重帳號語境下用戶的自我呈現及其公共交往的複雜

性。從基本形態來看，小號與其他社交媒體帳號並無二致。抑或說，

小號之「小」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建構概念，象徵著人們對自身社會互動

有意圖的限制。用戶不斷協調個體、平台以及線上社區之間的關係，

以求盡可能發揮能動性，重組線上生活的「舒適圈」。這種頗為流行的

小號使用現象，廣泛挑戰了傳統以獲取更多社會關係為主導的社交媒

體定義。用戶圍繞自我關注建立的一整套線上實踐，也生成了數字環

境新的類型化生產模式。

圍繞線上生活的相關討論歷來關注用戶可見性問題。儘管社交軟

件的廣泛應用讓我們面對的公共參與生態變得越發活躍，但在這種重

視關注度的文化之下，個人還呼喚著「更為隱晦的要求，即在過度曝光

的擔憂與失去能見度的威脅之間取得平衡」（Draper, 2020）。這令我們

不得不關注數字網絡生活帶來的傳播心理變化。新時代，社交媒體倦

怠和認知超載已成為普遍現象，對人們幸福感和生活品質產生了負面

影響（Kaur et al., 2021）。諸多用戶創建小號的原因在於規避高強度線

上交往施加的隱私壓力，並由此組織了具有共識的策略反抗，譬如關

閉各類提醒設置、限制外部鏈接、更多偏離社交規範的個性表達等

等。本研究所探討案例，揭示了當下個體用以緩解數字身份焦慮的創

造性嘗試，有助於理解人們在尋求社交網絡聯結以及與之相隨的「反聯

結」心理之間的張力。

聚焦多重帳號存在之現況，能夠更為完整地描繪人們線上活動的

形貌，為討論以用戶參與為導向的數字媒介研究提供了別樣思路。小

號的普遍存在，彰顯傳播科技發展下辨識與理解用戶行為的挑戰，並

提醒著傳統測量手段可能產生的偏誤，尤其啟發研究者思考，線上大

規模數據中包含的個人帳戶資料究竟反映的是正式活躍帳號，還是小

號？這些數據文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用戶真實意願，抑或只是針

對特定對象或圈層的修辭手段？人們的表達與行動是否因帳號類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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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變？另外，多重帳號實踐並不完全指向真實性或虛假性的對立，

人們使用小號的邏輯也不只限於簡單的社交退卻。鑒於帳號檔案資料

在展演自我形象之同時，總是賦予人們在社交網絡的特定關係承諾

（Krueger & Forest, 2020）。隨著人們開始將帳號重新功能化，新的帳號

空間被用來組織亞文化參與，建構不同範圍的圈層結構。這使得另類

帳號以其自身使用方式，緊密融入到互聯網整體內容流通環境。在線

上空間日益面向小世界網絡收縮的爭議當中，這些亞文化圈層之間如

何產生互動，看起來不甚相關的不同群際結構又透過何種機制在怎樣

的時間、條件下形成溝通與聯結？我們認為，帳號這一媒介類型衍

生、發展所投射個體在社交網絡中的流動性，也為審視當下圈層化公

共領域結構的分化或整合提供了有益研究視角。

儘管數字虛擬環境與物質性現實之間的邊界看起來是不言而喻

的，但隨著社會生活日趨媒介化，我們卻常常混淆媒介本身與個體之

間的對應關係。總的來說，人們圍繞帳號管理建構不同程度的自我呈

現，推動線上公共領域持續發展出新興的內容生產機制。在社交網絡

世界塑造的多樣性中，由私人領域分離而出的次級結構正彰顯越發顯

著的意義。這些次級結構依賴於形形色色的個人帳號實踐，其中以小

號使用為代表的現象成為線上交往的風格化符號，塑造了與主流線上

環境不同的結構、規則以及行為特徵。隨著活動規模的積累以及與亞

文化社群的潛在聯結，小號本身的發展加速了社交網絡環境的不確定

性。同時，私人化空間和情緒表達之間的內在契合，也可能帶來集體

行動的偏激化和失序風險。這些均構成新時期互聯網治理不可避免的

挑戰。面對當下持續擴張的社交網絡生態，研究者應關注依託技術中

介物不斷變化的個體自我呈現，去看待人們以不同方式進入線上環境

帶來心理和行為層面的影響，從而重新檢視各類日常生活實踐如何被

整合到互聯網文化的常態運行機制。

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受訪者均為帳號活躍度較高的用戶。但

是，由於小號本身的特殊屬性，實際微博場域中，許多使用者的小號

使用情況並不頻繁，抑或僅僅用之進行內容瀏覽，其言論發表和社會

交往不多。如何關切且有效觀察這些「沉默」對象，是值得進一步考量

的問題。同樣，囿於所招募受訪者結構的影響，不同類型人群應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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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習慣差異未能在經驗材料中得到充分展現，後續討論或可選擇、

比較更具異質性的樣本，提升理解多重帳號現象的深度和廣度。另

外，研究考察的帳號實踐主要聚焦用戶日常生活，而在政治公共領域

當中，社交媒體多重帳號常常帶來有關線上秩序的更多爭議。一些平

時帳號活動頻率相對較低的使用者，受意見氣候激勵，可能在公共事

件辯論中變得相當積極，尤其小號常被個體用以規避對抗風險，甚至

被群體組織藉以塑造圈層輿論，營造話語風向，這拓展了小號現象在

互聯網政治領域可供探索的範疇。未來研究有必要依據各類線上互動

情境中，用戶自我呈現及其群際網絡建構的複雜線索，針對多重帳號

實踐衍生的公共效應展開更多不同維度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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